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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以江西蔬菜种植户为例 

张利国 李学荣 

【摘 要】本文以283户蔬菜种植农户为研究对象， 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影响蔬菜种植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的主

要因素，进一步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2.6%的蔬菜种植农户发生了不合理农药施

用行为，显著影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的因素有政府规制特征、农户安全意识、外部环境特征及农业保险因子。应

加强农户培训与指导、完善农业保险、提高农户质量安全意识、加大政府规制力度，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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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消费理念逐步由温饱型向享受型升级，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但近年来，蔬菜质量安全事件屡屡发生，

如“海南毒豇豆”、“山东毒生姜”、“天津青水源有机蔬菜农药残留”、“涂药黄瓜”、“甲醛白菜”、“蓝矾韭菜”等，

使得蔬菜质量安全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由于气候变化及病虫害增多， 施用农药成为农户的普遍选择。合理施用农药

可以有效防治农业病虫害，但随意提高农药施用浓度，施用禁用农药等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也带来诸如农药残留超标、环境污

染甚至生命危险等一系列不利影响。 

针对农药施用行为，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张云华等研究发现，农户的人口和耕地特征、农户能力特征、

农户对农药的认识、农户与涉农企业及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的联系是影响农户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的主要因素；
［1］

Ntow et al.

认为，年龄因素是影响农户施药剂量、施药频率高低以及是否易中毒群体的重要因素;
［2］

Sule et al.认为农户年龄和受教育年

限对个人或群体农药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
［3］

周峰等认为农户的耕地面积、主要收入来源、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担心、对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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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生产处罚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主要因素；
［4］

郑龙章等研究发现茶农经营年限、种茶收入、是否参加合作

组织、茶农农药认识、茶叶价格、茶园生态环境、茶叶生产规模、政府绿色补贴对茶农农药施用行为影响显著；
［5］

 童霞等研究

发现，分散农户的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政府培训和农户家庭总收入等因素显著影响其在农药施用各阶段的行为，而农户的家

庭种植面积、家庭人口、农户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在其农药施用不同阶段的影响各不相同；
［6］

 魏欣等研究发现， 大部分农户施

用农药存在未能严格按照标签对农药进行稀释的行为， 针对农药施用的技术培训和积极参与订单式蔬菜生产组织对蔬菜种植户

农药施用量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而农户文化水平越高、蔬菜种植经验越丰富及蔬菜价格越高则会提高农户农药施用量。
［7］

 王

建华等研究发现，年龄、婚姻状况、打工经历、农户家庭土地规模、生产农产品主要用途、农药价格等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有

正向影响。
［8］

 娄博杰等认为，农户施药行为受农户家庭总收入、户主外出打工时间、农产品安全认证等因素影响。
［9］

 

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农药施用行为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现有研究或者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探讨农

户农药施用行为，计量分析不足，或者直接对影响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而对为什么选择这些影响因素缺乏

严谨的分析，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现有研究的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本文将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先采用因子分析法找出影响

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以期能够对规范蔬菜种植农户农药

施用行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理论支持。 

二、研究假设及变量定义 

（一）研究假设 

农户是施用农药的主体，其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受多种因

素的约束，如农户自身的良知（自律）、农业合作组织（如合作社）的约束，收购方或农产品加工组织的约束、政府规制政策

的约束，此外，还与农户种植农产品的动机、农户对声誉的看法、农户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有关。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
［1］［4］

［5］［6］［9］
，结合实地调研的具体情况，本文假设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发生与否会受到以下五类因素影响，即农户个人特征、

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安全意识特征、外部环境特征和政府规制特征
①
。 

假设 1：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受到农户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的影响。 

假设 2：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受到农户家庭特征（人口数量、有无非农就业、非农就业人数、非农收入占比、

蔬菜收入占比、蔬菜种植年数、蔬菜种植面积）的影响。 

假设 3：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受到农户安全意识特征（对“三品一标”农产品知识了解情况、对蔬菜质量关心

情况、对环境关心情况）的影响。 

假设 4：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受到外部环境特征（农户参加农业保险情况、农户参加农产品质量安全培训情况、

产品购销合同签订情况、农业技术指导情况、“三品一标”农产品奖励政策情况）的影响。 

假设 5：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受到政府规制特征（产地环境认证制度执行情况、农业投入品控制制度执行情况、

随机抽查制度执行情况、市场准入检测制度执行情况、违规惩罚制度执行情况）的影响。 

（二）变量定义 

结合前文分析， 本文提出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影响因素的最初始量表，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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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探讨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根据江西省农业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的建议， 

并考虑到调研的便利性，选取南昌县、安义县、鄱阳县、靖安县部分蔬菜种植基地进行调研。正式调研之前在南昌县进行了预

调研， 检查问卷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根据预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问卷存在的不足进一步修订。正式调研采用调研人员

和蔬菜种植农户一对一面访的形式进行。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15份，剔除信息记录明显错误和不完整的问卷32份， 最后共获

得有效问卷283份，有效率89.8%。 

（二）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1.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发生情况。考虑到当前蔬菜质量安全事件中，农药残留问题比较普遍， 是消费者非常

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以蔬菜种植过程中农户是否提高农药配比浓度、是否违规施用禁用农药作为判定其发生不合理农药施用

行为的依据。只要发生提高农药配比浓度或者施用禁用农药中的一种或者两种行为， 均视为发生了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调查

数据显示，283 份样本中，发生了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的 64 户，占 22.6%，其中仅提高农药配比浓度的 43 户， 仅施用禁用农

药的 2户，即提高农药配比浓度又施用禁用农药的 19 户。 



 

 4 

2.农户个人特征。283 份样本中，年龄最小的 17 岁，最大的 71 岁，平均 49.34 岁。男性 243 人，占 85.9%， 女性 40 人， 

占 14.1%。文盲 15 人，占 5.3%，小学文化 112 人，占 39.6%，初中文化 130 人，占 45.9%，高中或中专文化 25 人，占 8.8%，大

专文化及以上 1人，占 0.4%。为判断农户风险偏好类型，问卷中设计了一道题目，即“如果有两个项目 A和 B，A项目收益大，

但风险也大；B项目收益小，但风险很小；你更倾向于选择哪一个项目？”如果农户选择 A项目，即认为其是风险偏好型，如果

农户选择 B项目，即认为其是风险规避型。从选择情况来看，选择 A项目（风险偏好型）的农户 147 户，占 51.9%；选择 B项目

（风险规避型）的农户 136 户，占 48.1%。
［10］

 

3.农户家庭特征。283份样本中，人数最少的1人，最多的8人，平均4.37人。家中有非农就业的186户，占65.7%，没有非农

就业的97户，占34.3%。在186户有非农就业的家庭中，79户非农就业人口为1人，占42.5%，95户为2人，占51.1%，12户为3人，

占6.4%。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最小的0，最大的90%，平均36.2%。蔬菜种植面积最少1亩，最多20亩，平均3.45亩。蔬菜

种植年数最少1年，最多9年，平均3.08年。蔬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最小3.6%， 最大100%，平均47.4%。 

4.农户安全意识特征。283份样本中，对蔬菜质量不关心的1户， 占0.4%， 比较关心的103户，占36.3%，非常关心的179户，

占63.3%。对“三品一标”农产品知识不了解的16户，占5.6%，比较了解的234户，占82.7%，非常了解的33户，占11.7%。对环

境不关心的23户，占8.1%，比较关心的177户，占62.6%，非常关心的83户，占29.3%。 

5.外部环境特征。283份样本中，参加了农业保险的28户， 占9.9%， 没有参加的255户，占90.1%。参加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培训的197户，占69.6%，没有参加的86户，占30.4%。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签订了产品购销合同的98户， 占34.6%，没有签的185

户，占65.4%。接受过农业技术指导的198 户， 占70.0%， 没有接受过的85 户， 占30.0%。在蔬菜种植过程中，得到过政府奖

励的23户，占8.1%，没有得到过的260户，占91.9%。 

6.政府规制特征。283 份样本中，认为产地环境认证制度执行不严格的 102 户，占 36.0%，比较严格的 150 户，占 53.0%，

非常严格的 31 户，占 11.0%。认为农业投入品控制制度执行不严格的 14 户，占 4.9%，比较严格的 159 户，占 56.2%，非常严格

的 110 户，占 38.9%。认为随机抽查制度执行不严格的 123 户，占 43.4%，比较严格的 121 户，占 42.8%，非常严格的 39 户，占

13.8%。认为市场准入检查检测制度执行不严格的 44 户， 占 15.5%，比较严格的 155 户，占 54.8%，非常严格的 84 户，占 29.7%。

认为政府违规惩罚制度执行不严格的 40 户， 占 14.1%， 认为比较严格的 156 户， 占 55.1%，认为非常严格的 87 户，占 30.8%。 

 

四、计量经济分析与结果 

（一）因子分析 

本文借助 SPSS20.0 统计分析软件， 采用因子分析法寻找影响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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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计检验。参照SPSS20.0因子分析的使用条件及操作要求
②
，首先对原有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本文采用最常用的KMO测

度和Bartlett球度检验，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样本KMO检验值为0.781，说明样本数据适合采用因子分析法。同时，Bartlett

球度检验值为2468.638，显著性水平为P=0.000＜0.0025，说明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样本数据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也表明样

本数据适宜做因子分析。 

2.因子的确定。继续运用 SPSS20.0 软件做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按照特征值大于 1的标准共提取 6个因

子。对输出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性别、风险偏好、蔬菜种植面积、农户对“三品一标”农产品知识了解情况、“三品一标” 农

产品奖励政策情况及农业投入品控制制度执行情况等 6个变量在各因子上的载荷较为平均且均小于 0.500。根据因子分析原理，

删除这 6 个变量能够提高数据结构的合理性
③
。对删除以上 6 个变量的数据再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将这

6 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农户家庭特征因子（F1）”、“政府规制特征因子（F2）”、“外部环境特征因子（F3）”、“农户安全

意识因子（F4）”、“农户个人特征因子（F5）”和“农业保险因子（F6）”。从表 3 可以看出，上述 6 个因子累积解释变异为

71.497%，包含了全部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 

 

（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是一个二分变量，即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其中，0表示没有发生，1表示发生。故本文

运用二元 Logistic 模型对影响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把上文得出的 6个因子作为自变量，

将“是否发生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作为因变量，模型的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Y1表示蔬菜种植农户发生了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Y0表示没有发生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Xi为各影响因子，β0为常数

项，βi为Xi的回归系数，这两项为待估参数，μ为随机扰动项。 

采用向后条件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回归，得到模型一， 其中农户家庭特征因子和农户个人特征因子不显著， 将这两个因

子从模型中删除后继续回归得到模型二，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Hosmer—Lemeshow检验显著性为0.631>0.05， 说明模型通

过验证且能够很好地拟合数据。显著影响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的因子分别为外部环境特征因子（F3）、农业保险

因子（F6）、农户安全意识因子（F4）和政府规制特征因子（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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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二的回归结果， 得出Logistic回归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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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如下： 

1.“外部环境特征因子”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 说明蔬菜生产

外部环境越有利，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原因可能在于，参加质量安全培训的农户，深知规范施用农药对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通过培训后，也清楚如何安全种植蔬菜，因而农户农药施用行为更趋合理； 参加了专业合作社的农

户， 与合作社签订的入社协议对农户也是一种约束，此外，蔬菜质量与入社农户收益直接相关，因而农户农药施用行为更趋合

理；在蔬菜种植过程中，技术人员提供的指导，也能引导农户规范施用农药。 

2.“农业保险因子”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说明参加农业保险的

农户，不合理施用农药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原因可能在于，参加农业保险后， 因虫灾等因素造成蔬菜种植收入减少，可以得

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农户蔬菜种植收入有了保障，因而农户会规范施用农药。 

3.“农户安全意识因子”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 说明农户对农

产品质量安全等的认知程度越高， 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原因可能在于，对蔬菜质量安全关心的农户，会

自觉规范农药施用行为，以保证蔬菜的质量； 同时， 关心农村环境污染的农户， 深知不规范施用农药对农村生态环境可能会

造成的不利影响，也会自觉规范施用农药。 

4.“政府规制特征因子”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蔬菜种植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说明政府规制越

严格，农户不合理农药施用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各类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农户取得相关认证、蔬菜入市

销售等都是一种约束；此外，随机抽查及违规惩罚制度的执行情况， 直接影响着农户不合理施用农药被发现的概率及潜在的收

益甚至是农户的声誉，对于理性农户而言，农户会选择合理施用农药。 

从回归结果看， 前文提出的多数假设都得到了验证，“农户个人特征因子”及“农户家庭特征因子” 所对应的自变量对

农户农药施用行为不是没有影响，只是在本研究中不显著而已，农户个人特征及农户家庭特征也可能是影响农户农药施用行为

的重要变量。 

五、政策建议 

（一）加强对农户的培训与指导，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政府及农技推广站应定期对农户进行质量培训，向农户传授安全生产知识，营造良好的外部生产环境。农业技术人员应深

入蔬菜种植基地，现场指导农户施用农药，向农户传授病虫害预防和治理知识。同时，大力发展蔬菜专业合作社，加快推进特

色蔬菜种植，充分发挥品牌影响力。建立绿色生态蔬菜基地，
［10］

引导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切实保障蔬菜质量安全。同时，

鼓励大型商超、农产品流通企业与农户签订销售合同。 

（二）完善农业保险，提高农户参保率 

农业保险能减轻病虫害对农户的影响，减少损失，稳定农户收入，保障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开展。因此，应尽快完善我国

农业保险政策，发挥农业保险转移风险的功能。同时，加大对农业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户积极投保，提高参保率，消

除农户顾虑。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户质量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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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报刊、宣传单等途径，借助现代化信息渠道，向农户宣传“三品一标”农产品知识及农药规范施用知识， 告知农户施

用农药对蔬菜质量及周围环境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提高农户安全意识，进而引导其规范施用农药。 

（四）加大政府规制力度，实施多环节监管 

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并严格执行。从产地环境认证和随机抽查两方面， 强化对蔬菜种植过程中的管控。同时，加

大对违规操作的处罚力度，消除农户不合理施用农药的预期，保证农户严格执行蔬菜种植标准。做到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

都有严格规范的安全质量监管。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 外部环境特征和政府规制特征都属于农户种植农产品的外部大环境， 但是在我国当前仍然主要靠正式

制度（政府规制措施）来约束农户行为的大背景下，政府规制对农户行为可能更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将二者分开。 

②SPSS软件在因子分析时已对样本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③删除前KMO为0.637，删除后为0.781；删除前因子累计解释变异为65.176%，删除后为7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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